
105

国际新闻界  2015.08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微观结构研究
——以整体网为视角

陶建杰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网的视角，通过中心性、无标度特征、结构洞等

指标，对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微观结构进行分析，对“意见领袖”的特征进行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结构在不同信息内容间有差异；不同情况的个体

在人际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地位悬殊；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节点度呈现幂律分布，网络的

非连通性决定了传播网络的结构洞；农民工群体中的“意见领袖”，除了具有水平型、

单数型、活跃型的特征外，意见领袖之间的“内聚性”非常明显，他们在信息传播中占

据了重要的节点，起到加强信息流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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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 Whol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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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icro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opinion leaders’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from the indicators such as 

centrality, scale-free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al holes b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different information contents. Individual occupies different positions  under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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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2014）的最新监测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

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1.25亿，占农

民工总量的46.6%。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该群体也日益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政

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都站在本学科的视角，对农民工

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关注。

在对农民工的研究版图中，新闻传播学科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传播活动与人

类相伴相生。传播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源、发展机会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传播学家

库利（2000:156）就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机制，社会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通过传播形成的，所以人类的历史也就

是传播的历史。”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科的农民工研究，与其他学科

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升。

新闻传播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视角：一是农民工的媒介呈

现。通过内容分析法，评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主要针对报纸、杂志等平面媒

体。这一领域的文献相对最多。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看，此类文献占新闻

传播学对农民工研究论文的70%以上。大部分研究都发现，对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媒

介歧视，污名化、标签化、概念化、刻板印象明显；媒体建构的农民工形象不完

整、不准确1。近年来，也有学者试图通过更长的时间跨度来梳理媒体农民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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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Node degree of the network is power-

law distribution, with  many structural holes in the network. The opinion leaders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singular, active and cohesive,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impro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microstructure, structural holes, 

opinion leaders

Authors
Tao Jianji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of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taojj78@163.com.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Research Program “the 

Information Needs Hierarchy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10CXW030).in 2015.



107

国际新闻界  2015.08

的变化特点，发现农民工在报道上呈现弱化趋势，新闻框架日趋多样，但“表面

化”、“脸谱化”情况依然突出（张力，2010）；对农民工的形象塑造存在城市本

位倾向、对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过于渲染和缺乏对农民工人格的尊重等问题（朱丹，

2013）。二是农民工的媒介行为。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媒介消费行为、媒介素养现

状，一般从媒介接触频率、种类、内容、时段、场所、评价等方面展开，发现与市

民相比，农民工的媒介消费和媒介素养整体上处于较低的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年

龄、不同雇佣方式的农民工，在媒介接触方面，呈现细微的差别2。三是大众媒介

对农民工的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行为、社会适应、城

市融入、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影响3；也有学者分析了新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社会关系

的影响（丁未 & 田阡，2009）；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以及新媒体使用在

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作用（雷蔚真，2010）。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较少。除了上述三类外，还有个别学者从农民工与市民的传播关系（李红艳，

2009）、新媒体与农民工意见表达（周葆华，2013）、农民工在农村信息传播中的

角色（张琼，2008）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总体上，新闻传播学的农民工研究，主要存在着以下不足：研究视角上，多从

外部视角关注农民工与媒介的关系，对农民工本身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行为鲜有涉

及；研究领域上，多集中于大众传播，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与农民工密切相关

的传播渠道缺乏应有的关注；研究层次上，单纯从新闻报道功能切入较多，关注传

播对农民工现代性发育及社会融合的影响等深层次研究较少；研究对象选择上，从

分化角度关注并比较不同代际农民工信息传播现象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有

感而发式”的经验总结、定性描述较多。即使是实证研究，研究设计、分析技术、

理论导向等方面，都亟需加强。因此，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完善。

就目前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情况看，人际交流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方式。人际传

播是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徐丙奎，2007）。基于一种生存与适应的策

略，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传播媒介更加丰满；传播内容更加多样化；人际传播的情

感性减弱（王波，2007）。从实际情况看，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交往中主要依赖和选

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即选择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

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人际圈（陈丰，2007）。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人际传播是

农民工信息来源的最重要渠道（杨哲 & 王茂福，2014），其人际传播呈现出“内聚

性”特征——低异质性、高紧密度、小规模、内部交流频繁。传播网络有明显的群

体界限——农民工更愿意选择与自己社会背景相似的人进行交流，尤其是工友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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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陶建杰，2010）。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聚焦于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人际传播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

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其人际传播网络的结构

特点，分析农民工意见领袖的存在情况及主要特征。这种尝试，旨在将研究视角由

以往的外部关照转向内部分析，将研究领域从大众传播拓展到人际传播，并对农民

工人际传播行为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丰富新闻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

二、研究设计

人际传播网也是个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研

究一直沿着个体网（也叫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肖鸿，

1999）。与个体网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受人际网络的影响不同，整体网关注一组

有明显边界的群体内部关系，通过使用矩阵方法，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由此

产生了一系列分析概念和指标，如密度、距离、中心性等。这些概念，为我们揭示

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参照。因此，本文以整体网的相关方法为

研究工具，分析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结构。

（一）研究对象

整体网研究需要封闭的群体，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逐一选择自我与群体中其他

成员的关系，且实名制，一般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Convenient Sampling）（罗家

德，2010:8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Y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工

程塑料类制品，设有棒材、板材、注塑等六个车间，截止2014年5月，共有员工85

人，其中车间工人77人，全部为农民工。因企业业务庞杂，且场地较小，各车间工

人经常调配，互相之间都多多少少有接触。此外，该公司人员相对稳定，有不少人

是老乡或者亲戚关系，公司也提供了一部分员工的集体宿舍。这些情况，都符合农

民工生活、工作的典型特征。Y公司工人与办公室人员很少接触，其日常人际传播

行为，主要在工人内部发生。我们将整体网的研究边界，确定为所有77名工人，其

中男性47人，占61%；初中及以下53人，占69%；新生代农民工39人，占51%。为了

更好的检验研究的效度，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你日常的人际交流和信息咨询，

与哪些人比较多？”从问卷的结果看，77人中，有58人以“厂里的工友为主”，占

75.3%，6人以“家人和亲戚为主”，占7.8%，其中5人均有家人或亲戚同在该厂工

作。因此，可以认为，绝大部分研究对象的日常信息与意见领袖，主要来自于本研

究的整体网内部，受网络外部因素的影响有限。本研究的效度得到保证。

网络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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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我们通过问卷获得研究数据，重点考察了与农民工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衣食住

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种信息的人际传播状况。通过题目：“下面

是你周围的一些人，请告诉我们，你和他们的日常信息交流情况。如果存在某种情

况，请在相应的格子里打‘√’。如果名字是你本人，请跳过：曾向他/她咨询过

衣食住行（或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共获得四个0-1网

络邻接矩阵，1代表有该行为的发生，0代表没有发生。各种网络指标的计算，主要

运用Ucinet6软件完成。

（三）主要分析指标

社会网络结构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Duch & Arenas, 2005），本

文重点关注微观结构，旨在揭示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信息传播权力大小。分析的

主要指标有：

中心性（Centrality）：反映了个体在网络中“权力”的大小。中心性通常用三

种指标来测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Freeman, 1979）。如果个

体的点度中心度较大，表明个体居于中心地位，拥有较大的权力；中间中心度表征

一个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各个他者的“桥梁”或在多少程度上能控制他人；接近

中心度反映了个体不受他人控制的能力（沃瑟曼& 福斯特，2012:131-145）。

无标度（Scale-Free）特征：节点的度数反映了成员的信息传播能力。一般

的，如果节点的度越大，其获取或者传播信息的能力越强。无标度特征关注的是网

络中节点度的分布情况。已有研究表明，网络中节点度的分布情况，不是正态分

布，而是幂律分布（Barabasi & Albert, 1999）。幂律分布的最显著特征是，等级越

高越不均衡。节点度分布满足幂律分布的网络称为无标度网络。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伯特（2008:18）的结构洞理论认为，“非重复

关系人通过一个结构洞联系起来，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

对于网络成员来说，结构洞越多，在信息传播中充当“桥梁”角色的成员的优

势就越大，获得各种潜在优势的机会也越多。结构洞的测量，采用伯特提出的

结构洞指数，具体包括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效率（Efficiency）、限制度

（Constraint）、等级度（Hierarchy）四个指标，其中限制度指标最重要（伯特，

2008:52-80）。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拉扎斯菲尔德（1948）认为，意见领袖是“在

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

网络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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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

形成信息的两级传播。”此后，不断有学者丰富着意见领袖的概念。一般意义上，

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

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罗杰斯（2003:45）曾总结了有效测量意见领袖的四种方法：

社会网络测量法、关键人物访谈法、观察法和自我报告法。本文通过社会网络测量

法，检验农民工群体中意见领袖的相关特征。

一般认为，掌握结构洞的人往往就是“意见领袖”，他可以利用结构洞的有利

位置控制网络中的信息流通，也可以利用占据信息通路的优势，向其他人传播他所

想传播的内容。以往研究还表明，意见领袖具有水平型、单数型、活跃型等基本特

征（余红，2008）。那么，在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是否也同样具有

这些特征呢？我们采用以下检验方法。

Y公司的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所有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基本一致，意见领袖

的水平型是显然的。针对“单数型”特征，提出假设：

H1：大多数农民工只是一种或两种信息网络的意见领袖，横跨三种、四种网络

的情况很少。

针对“活跃型”特征，提出假设：

H2：意见领袖在媒介接触和人际传播方面的频繁程度，要显著高于群体中的其

他成员。

此外，由于意见领袖掌握了网络中最重要的结构洞位置，提出假设：

H3：在四种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占据了重要的节点，起到加强信息流通的作

用。

三、研究发现

（一）人际传播网基本属性特征

为了对农民工四种信息的人际传播网有全面了解，我们计算了网络节点数、连

接数、网络密度、平均度数等10项特征值，具体见表1。

表1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基本特征值

属性名称 衣食住行信息 医疗保健信息 维权社保信息 子女教育信息

节点数 77 77 77 77

连接数 669 279 268 249

密度 0.114 0.048 0.046 0.043

网络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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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密度是指示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用实际出

现的关系占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的比例来表示。以衣食住行信息网为例，实际连接

数（669）占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数（77*76=5852）的比例为0.114，网络密度即为

0.114。同理，医疗保健信息网、维权社保信息网、子女教育信息网的密度分别为

0.048、0.046、0.043。这表明，农民工日常更倾向于交流衣食住行方面的信息，对

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和子女教育信息，交流相对较少。

平均距离也是衡量网络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两点之间最短或者最有效

的联系渠道。衣食住行网的平均距离是2.454，医疗保健网的平均距离是3.597，维

权社保网的平均距离是3.532，子女教育网的平均距离是3.042。衣食住行网最为紧

密。

信息传播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有传播者和接受者，最少要有二个人。互惠关系

（Reciprocity）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互惠关系为主构成的网络也会更加稳定和持

久。在传播行为中，互惠性体现为信息的双向沟通、传播中的反馈等多种形式。互

惠关系越多，传播效率越高、信息扩散速度越快、流通障碍越少。我们分别计算了

各个传播网的互惠对比例（互惠点对占所有点对的比例）：衣食住行网4.17%、医

疗保健网0.89%、维权社保网1.03%、子女教育网0.62%。可见，农民工在讨论衣食

住行、维权社保话题时，信息双向流动的可能性较大；交流子女教育话题时，信息

单向流动的情况最常见。

（二）点度中心度

点度是指与一个点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总数目。在有向图中，点度中心度又

可以分为点出度（Out-degree）中心度和点入度（In-degree）中心度（刘军，

2004:18）。在我们的研究中，点出度高，意味着农民工积极的向周围人咨询各种信

息；点入度高，则意味着农民工积极的向周围人提供各种信息。

平均度数 8.688 3.623 3.481 3.234

互惠对比例 4.17% 0.89% 1.03% 0.62%

传递性 0.363 0.270 0.301 0.245

聚类系数 0.466 0.339 0.369 0.401

平均距离 2.454 3.597 3.532 3.042

网络直径 6 9 10 8

关联度 0.849 0.42 0.438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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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显示：（1）四种信息传播网络中，总有一些人是“孤立点”，不与工友交

流该方面信息，其出度和入度均为0。（2）从均值看，网络中的农民工，平均与8.7

个工友交流衣食住行信息，与3.6个工友交流医疗保健信息，与3.5个工友交流维权

社保信息，与3.2个工友交流子女教育信息。农民工在衣食住行信息方面的人际交

流最密切。（3）从标准差看，不同个体在衣食住行信息交流中的活跃程度差异最

大——点出度和点入度标准差均为四网最大值，这表明无论是接受咨询还是主动咨

询别人时，“活跃分子”与“沉默分子”都表现得较为明显。（4）四个网络的点

出度标准差均大于点入度标准差。这意味着，充当“咨询者”角色时，个体差异更

为显著。上述情况在四种信息传播中普遍存在。

我们对农民工不同亚群体进行了比较。比较后发现：（1）衣食住行信息传播

网中，首次外出为结伴出行的人，更容易充当“咨询者”；工作不稳定、居住在

集体宿舍的人，更容易充当“被咨询者”。（2）医疗保健信息传播网中，老一代

农民工更容易充当“咨询者”；工作稳定的人更容易充当“被咨询者”；农民工中

的男性、住集体宿舍的人，无论在咨询还是被咨询方面，都较活跃。（3）维权社

保信息传播网中，首次单独出行、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更容易充当

“被咨询者”，而男性、老一代农民工，在咨询或被咨询方面，都较活跃。（4）

子女教育信息传播网中，已婚、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人，更容易成为“被咨询

者”。可见，医疗保健、维权社保等相对专业信息的人际传播中，男性、老一代农

民工、住集体宿舍的人，相比其参考群体，都更为活跃。（5）学历、外出目的、

未来打算等方面不同的农民工，在人际传播网中充当“咨询者”或“被咨询者”角

色时，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间中心度

表2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点度中心度

指标 衣食住行信息 医疗保健信息 维权社保信息 子女教育信息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56 18 39 15 40 14 40 9

均值 8.688 8.688 3.623 3.623 3.481 3.481 3.234 3.234

标准差 9.935 4.385 6.122 2.726 6.049 2.840 5.891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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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程度。表3提供了四种信息传播网的

中间中心度指标值。

	

四种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最小值均为0，说明总有一些农民工不会成为任何两人

之间信息交流的桥梁。医疗保健网的中间中心度均值最大，表明医疗保健信息交流

中，个体充当“桥梁”角色的情况最有可能出现。相反，子女教育信息网中，充当

“桥梁”的可能性最小。

进一步对不同亚群体的中间中心度比较后发现：（1）在集体宿舍居住的人，

更容易充当衣食住行信息传播的“桥梁”；（2）男性、高中以上学历、住集体宿

舍的人，更容易充当医疗保健信息和维权社保信息传播的“桥梁”；（3）工作稳

定的人，更容易充当子女教育信息传播的“桥梁”。总而言之，“桥梁”角色，在

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传播中更容易出现，且往往由男性、高学历、集体宿舍居

住者担任。

另外，我们也计算了各网的中间中心势指数，衣食住行网为13%；医疗保健网

为18%；维权社保网为23%；子女教育网为13%。维权社保网的中间中心势最高，说

明个体控制网络中信息流动的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四）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反映了不受他人控制的能力，相对接近中心度的值越大，该节点越

处于中心位置（刘军，2004:127）。表4提供了四种传播网络的相对接近中心度指标

值，衣食住行信息网最大，子女教育信息网最小。这表明，交流衣食住行信息时，

农民工之间的传播关系相对紧密，从而个体越不受他人控制。交流子女教育时，关

系越疏松，个体受他人控制的可能性越大，信息传播经过“中转”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每种网络的相对点出度接近中心度均值都大于点入度均值。这意味着，人际

传播网中，农民工个体充当“被咨询者”角色时，受他人控制的程度较大。

表3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中间中心度

指标 衣食住行 医疗保健 维权社保 子女教育

最小值 0 0 0 0

最大值 832.829 1128.922 1439.047 785.509

均值 100.558 126.026 122.403 58.818

标准差 143.508 233.805 257.596 1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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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比较不同亚群体的相对接近中心度值后发现：（1）衣食住行信息网

中，作为“咨询者”时，老一代、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位置；作为

“被咨询者”时，已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位置。（2）医疗保

健信息网中，作为“咨询者”时，男性、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

位置；作为“被咨询者”时，已婚、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

心位置。（3）维权社保网中，作为“咨询者”时，男性、高中及以上学历、住集

体宿舍、未来打算留城市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位置；作为“被咨询者”时，男

性、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位置。（4）子女教育网中，

作为“咨询者”时，女性处于相对中心位置；作为“被咨询者”时，已婚、工作稳

定的农民工，处于相对中心位置。（5）总体上，高学历者，在医疗保健、维权社

保网中越处于中心位置；男性、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在大多数信息交

流时，都较容易处于中心位置。

（五）无标度特征

节 点 度 分 布 满 足 幂 律 分 布 的 网 络 被 称 为 无 标 度 网 络 。 所 谓 幂 律

（Power Law），是指节点具有的连线数和这样的节点数目乘积是一个定值，比如

有10000个连线的大节点有10个，有1000个连线的中节点有100个，100个连线的小

节点有1000个……，在对数坐标上画出来会得到一条斜向下的直线。就农民工的人

际传播网络来看，如果符合幂律分布，那么体现为：总有少数几个农民工，占据

了很高的节点度，成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拥有较高的“权力”，满足“80/20法

则”4。

无标度分布的检验，目前常用的做法是，对形如的幂律分布稍作变形，考察其

对数形式log p(k)~log k的相关关系。如果log p(k)~log k满足线性关系，回归系数为

α，那么成立，进而可以借助统计线性回归来判断是否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而

间接说明相应的分布是否符合幂律分布，并估计α值（李树茁等，2006）。

表4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相对接近中心度

指标 衣食住行 医疗保健 维权社保 子女教育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最小值 1.299 1.299 1.299 1.299 1.299 1.299 1.299 1.299

最大值 43.678 14.048 11.747 4.363 13.357 4.321 7.600 2.696

均值 27.649 11.974 7.267 3.693 7.887 3.608 3.513 2.150

标准差 8.856 1.361 3.971 0.766 4.521 0.683 2.433 0.407

网络传播研究



115

国际新闻界  2015.08

表5给了出log p(k)与log k的线性回归结果，其中p(k)用频数表示。从回归结果

看，绝大多数网络，log p(k)与log k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说明农民工的四类信息传

播网络，度分布基本上都符合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这意味着，四类信

息传播网络中，都存在着核心节点，他们在信息传播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往往

就是“意见领袖”。

具体来看四种信息网。衣食住行信息中，入度的α值不显著，意味着基本不存

在“核心成员”。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信息中，出度的α值大于入度，说明在上

述两类信息传播中，农民工更多是充当“信息寻求者”的角色，而非“信息发送

者”。在维权社保信息中，农民工的这两种角色相对均衡。医疗保健、维权社保网

的α值较大，表明这两个信息传播网络节点度的概率下降较慢，即群体中的核心节

点较稳定。

（六）结构洞与意见领袖

我们采用伯特的结构洞指数法，测量了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结构洞情况，具体

包括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等级度四个指标。研究发现：有效规模方面，因为

有孤立点的存在，四个网络的最小值均为0，衣食住行网的均值最大；效率方面，

医疗保健网的均值最大；限制度和等级性方面，子女教育信息网的均值最大，说明

在子女教育信息交流方面农民工受到的限制最多，受个别人的控制最大。这也从另

一方面呼应了接近中心度的研究结果。

限制度是测量结构洞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对不同亚群体的限制度进一步比较后

发现：衣食住行信息传播，未婚、工作稳定的人，掌握了较多的结构洞。医疗保健

信息传播，男性、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掌握了较多的结构洞。维权社保信息传

播，男性掌握了较多的结构洞。子女教育信息传播，老一代、已婚者，掌握了较多

的结构洞。

以上分析足以证明，农民工日常人际信息交流中，普遍存在着“结构洞”，尤

其是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信息交流时，结构洞的情况更常见，有较多的农民工充

表5  人际传播网络log p(k)与log k的线性回归结果

衣食住行信息 医疗保健信息 维权社保信息 子女教育信息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α -0.568*** -0.013 -1.012*** -0.630*** -0.845*** -0.857*** -0.898*** -0.589***

Adj-R2 0.544 0.000 0.908 0.349 0.811 0.596 0.764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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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息桥”角色，分享此类信息较为通畅。子女教育信息方面，“信息桥”最

少，互相间交流相对困难。此外，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在不同信息交流中，充当“信

息桥”的情况也有差异。男性往往充当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交流的“桥”；未

婚、工作稳定者较容易成为衣食住行信息交流的“桥”；已婚者、老一代农民工较

容易成为子女教育信息交流的“桥”；住集体宿舍的容易成为医疗保健信息交流的

“桥”。

针对掌握了结构洞的那些“意见领袖”，我们检验了之前所提出的三项假设。

首先来检验假设1。将四类信息按照限制度指标值，从小到大对所有成员进行

排序，限制度值越小的人，掌握结构洞越多，越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如果将各种

信息传播中限制度最小的10个人作为意见领袖的话，统计后发现，在总共20人中，

名字出现1次和2次的各有7人，出现3次的有5人，出现4次的仅有1人。也就是说，

横跨一个或两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占到了意见领袖总人数的70%，横跨三个或四个领

域的仅占30%。因此，假设1意见领袖的“单数型”特征得到了部分支持。

为了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程度，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变量——“大众传

播行为指数”5。人际传播频率测量，我们生成了相对点出度中心度指数、相对点入

度中心度指数，即把每个人在四种网络中的四个相对点出度/入度中心度值取平均

数。两组的三个指标值及T值见表6。无论是大众传播行为指数、相对点出度中心度

均值，还是相对点入度中心度均值，“意见领袖”组均显著高于其他成员组。意见

领袖的“活跃型”特征假设得到了验证。

我们通过两个步骤来检验假设3。首先，构建意见领袖子群体。因为衣食住行

信息传播相对密切，我们抽取了限制度指标小于0.12的行动者作为意见领袖。医疗

保健网、维权社保网、子女教育网，我们均抽取了限制度小于0.20的行动者作为意

见领袖。根据上述规则，确定四种传播网络的意见领袖人数分别为20、23、16、20

人，规模比较接近。

意见领袖群所构成的网络的基本属性值见表7，都是比较紧密、高关联性、高

表6  “意见领袖”组与其他成员组的媒介接触、人际传播频率比较

大众传播行
为指数 T值 相对点出度

中心度均值 T值 相对点入度
中心度均值 T值

“意见领袖”组 3.245
4.327***

14.507
4.207***

9.095
4.009***

其他成员组 2.352 3.365 5.263

注：***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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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性、高聚类的高密度网络。

第二步，如果将各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删除，对比原来的传播网络（表1）和剩

余成员网络（表7）的各项属性后发现，对那些与网络信息通路密切相关的指标，

如密度、互惠对比例、传递性、关联性、平均度数等，都有较大影响。无意见领

袖的四个剩余成员网中，密度分别下降了51.75%、68.75%、63.04%、79.07%；互惠

对比例分别下降了51.80%、44.94%、41.75%、29.03%；关联性分别下降了55.95%、

97.62%、97.95%、97.35%；连接数分别下降了73.99%、84.23%、76.49%、87.95%；

平均度数分别下降了64.86%、77.50%、70.32%、83.74%。尤其是子女教育网，当去

掉20名意见领袖后，剩余的57个节点之间的连接数仅为30，说明绝大多数成员间已

经没有信息通路，成为了孤立点。据此可以认为，意见领袖的作用在四种网络均不

同程度存在，尤其对子女教育网的作用最大，而衣食住行网相对较小。四种信息传

播网络中，意见领袖都占据了重要的节点，在加强信息流通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假设3也得到了支持。

在检验上述假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工意见领袖相互之间，本身也形成

了一个高互惠性、高连通性、高传递性的高密度网络。意见领袖不仅与其成员有着

密切的互动，意见领袖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互动。这种传播结构，在以往针对其

他人群，包括农村社区居民、或同为年轻人的大学生等意见领袖研究发现中（朱

世昭，2010；王嘉，戴艳军 & 王智宇，2012），比较少见。本研究还发现，尽管

农民工意见领袖总体上也呈现“单数型”特征，但与传统的农民相比（鄢美丽，

表7  意见领袖群与剩余成员群的网络属性比较

属性名称 衣食住行信息 医疗保健信息 维权社保信息 子女教育信息

意 见 领
袖群

剩 余 成
员群

意 见 领
袖群

剩 余 成
员群

意 见 领
袖群

剩 余 成
员群

意 见 领
袖群

剩 余 成
员群

节点数 20 57 23 54 16 61 20 57

连接数 123 174 99 44 65 63 74 30

密度 0.324 0.055 0.196 0.015 0.271 0.017 0.195 0.009

平均度数 6.150 3.053 4.304 0.815 4.062 1.033 3.700 0.526

互惠对比例 14.74% 2.01% 3.95% 0.49% 6.67% 0.60% 4.21% 0.44%

传递性 0.515 0.254 0.419 0.208 0.511 0.180 0.390 0.609

聚类系数 0.611 0.272 0.427 0.207 0.578 0.122 0.484 0.306

平均距离 1.937 3.333 2.515 1.827 2.400 2.034 2.073 1.3

网络直径 5 8 6 6 5 6 5 3

关联度 1 0.374 0.751 0.01 1 0.009 0.35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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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横跨几个领域的意见领袖相对较多，本例中更是达到了30%。这些结果，

恰恰说明了农民工人际传播结构，具有“内聚性”的特点：低异质性、内部交流频

繁，与群体外部的人交流较少——不仅普通成员如此，意见领袖们亦如此。这也反

映出，相对于农民或者市民，农民工由于在城市边缘化的生存空间和地位，传播

“窄化”，多依赖于“强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整体网为研究视角，通过对Y公司的个案分析，从中心性、无标度特

征、结构洞等方面，试图揭示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微观结构，同时也对农民工人

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结构在不同信息内容间有差异。无论是网络密

度、平均度数、互惠对比例，还是平均距离、网络直径等方面，四种信息网络都一

定程度上存在差异。衣食住行信息网的密度最高，表明农民工个体间进行直接交流

的可能性最大，成员关系最紧密。同时，该网的平均距离最短，表明网络中的间接

联系也较发达。从实证数据看，子女教育信息网最为疏松——密度、平均度数、传

递性、关联度等指标值，都是最低的。此外，衣食住行信息交流不仅密切，而且互

动也最为频繁——互惠对的比例最高。这样的结构，使衣食住行信息网具有较高的

传播效率、较快的信息扩散速度、较少的流通障碍。子女教育信息网的情况则正好

相反，信息的单向流动可能性最大，网络结构最不稳定。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

网的情况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可见，农民工对不同信息的传播行为是不一样的。按

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上述四类信息由低到高逐层提升。农民工的人际传

播，越高层次信息的交流频率越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与信息的关联度

有关，衣食住行信息每个人都需要，子女教育信息特定年龄段的人才需要，维权社

保、医疗保健信息则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才显得特别重要。另一方面，面对高层次相

对专业的信息，农民工往往缺少可以咨询的对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际传播行为

的发生。

第二，不同情况的个体在人际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地位悬殊。三种中心性指标从

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一现象。总有一部分农民工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缺少“权力”，难

以获得信息资源——极端情况，便是出度与入度都为0的“孤立点”。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占据“权力位置”的成员。性别、工作稳定性、居住方式是决定农民

工能否成为“中心成员”的主要因素，代际、学历也能产生一定影响。总体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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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比较容易成为中心成员。而高学历的优

势，在医疗保健、维权社保等相对专业的信息传播中，能较好的体现与发挥。从中

间中心度的结果看，在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传播时，更容易出现“桥梁”角

色，且往往由男性、高学历、住集体宿舍者担任。从接近中心度看，依然是男性、

工作稳定、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较容易处于中心位置。在医疗保健和维权社保信

息领域，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成为“中心成员”。可见，个体能否

在人际网络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既与性别、学历等个人因素有关，也与居住环

境、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有关。集体宿舍为相对频繁的人际传播创造了更多条件，

良好而稳定的工作则提升了个人威望，这些都使成为“中心成员”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

第三，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节点度呈现幂律分布，网络的非连通性决定了传播

网络的结构洞。幂律分布表明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核心节点，且表现为“富者越富”

的特点，这种情况在医疗保健、维权社保网中尤其明显。结构洞的出现，表明部分

农民工在人际传播网络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信息获取和传播中具有支配和

控制作用。衣食住行信息方面，“桥梁”较多，农民工的彼此互动较少受到限制；

子女教育信息的“桥梁”最少，这方面信息交流自然会受到较多的限制。不同信息

传播中，较容易充当“桥”的群体也不同。衣食住行信息中的“桥”更多由未婚或

工作稳定者充当，医疗保健和维权社保信息中的“桥”更多由男性或住集体宿舍者

充当，已婚者或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充当子女教育信息中的“桥”。此外，不同信

息网的信息互动效率也不一样。医疗保健网的效率最高，衣食住行网的效率最低。

可能的原因是，医疗保健信息网络成员相对较少，他们更为珍惜。

第四，农民工群体中的“意见领袖”，除了具有水平型、单数型、活跃型的特

征外，意见领袖之间的“内聚性”非常明显，他们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了重要的节

点，起到加强信息流通的作用。不同信息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人数也不

同，衣食住行信息网中人数最多，子女教育信息网中人数最少。同时，充当“意见

领袖”的人员也会随着信息内容的不同有所差异。未婚、工作稳定者较容易成为衣

食住行信息的“意见领袖”；男性、住集体宿舍者往往充当了医疗保健、维权社

保信息的“意见领袖”；已婚者、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成为子女教育信息的“意见

领袖”。意见领袖“水平型”、“单数型”、“活跃型”特征得到支持，意味着成

为“意见领袖”的农民工，既与周围人背景相似、广泛的接触媒介，也积极的进行

人际互动；而且，“术业有专攻”，他/她一般只能是某一个或者两个领域内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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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很难跨若干个领域。如果去掉这些“意见领袖”，传播网络的密度、传递

性、关联性等都有大幅下降，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意见领袖占据了传播网中的重要

节点，对信息流通至关重要。此外，与农民、大学生等群体相比，农民工意见领袖

之间，呈现明显的“内聚性”和“强关系”。按照格兰诺维特的“弱连接”理论，

相比“强关系”，基于群体外部、联系较少的人之间的“弱关系”，会使信息流动

大大增强，从而能带来更多的资源（Granovetter, 1973）。从这一点上看，农民工目

前高度同质化和内聚性的人际传播结构，对其在城市获得资源、融入城市生活是不

利的。因此，对意见领袖进行重点关照，根据不同的信息内容区分不同领域内的意

见领袖，鼓励意见领袖们率先突破原有的“强关系”，开拓新的人脉和信息渠道，

然后通过他们将外部信息传递给更多的农民工，是未来针对农民工信息传播时，需

要重点把握的技巧和策略。

（责任编辑：何睿）

注释 [Notes]

1．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红梅(2004).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

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新闻大学》,(1),6-10；李艳红(2006).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

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

究》,(2),2—14；黄达安(2009).“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

容分析.《西北人口》,(3),35-40等。

2.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张雅利(2008),.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及评议——以兰州地区为调

查分析单位.《东南传播》,(4),114-116；郑素侠(2010).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121-125；董迅石(2011).

南京市区农民工媒介接触现状研究.《新闻世界》,(9),214-215等。

3.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陶建杰(2004).大众传媒对民工观念的影响力研究.《新闻与传播

研究》,(2),10-15；李远煦，万荣根(2009).电视媒介对农民工子女交往教育的影响研究.《教

育评论》,(2),44-47.；金艳(2013).网络媒体话语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今传

媒》,(2),15-16等。

4． “80/20法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又称“帕累托法则”。其大意是：在任

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只要能控制具有重

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

5. 该指标生成的具体方法是：大众媒介接触频率，“几乎每天”打4分，“经常”打3分，

“偶尔”打2分，“从不”打1分，把各人在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四种媒介上的所有

得分相加后求均值，即构成其“大众传播行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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